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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青少年性格發展之多重指標：
從HEXACO六大性格特質切入*

蔡沂珊 莊詔鈞 許功餘
國立中正大學

心理學系

青少年階段正處於生理與心理上的變化，除了生理的成熟，也經歷社會化的過程，而了解青少年

的性格發展型態，有其重要的意涵。本研究目的為了解臺灣青少年的性格向度在個體間與個體內

的發展連續性之特性，分別檢驗四種性格連續性：平均水準連續性、排序連續性、個人層次連續

性、以及自比連續性。本研究以連續三年收集臺灣地區 405位國中生與 595位高職生之 HEXACO
性格向度的分數，並分別檢驗前述四種連續性。不過，在檢驗前述的四種連續性前，先行檢驗結

構連續性，以確定所測量的性格量表在國中生與高職生之三個時間點皆有相同的性格結構後，再

進行後續其他連續性的檢驗。綜合所有的結果顯示，在平均水準連續性與個人層次連續性上，僅

發現誠實／謙遜有明顯下降，而其餘向度變化均不明顯；而在排序連續性與自比連續性上，發現

國中生與高職生皆有高的連續性，其中，在排序連續性上，高職生的情緒性、外向性、嚴謹性及

開放性之相關係數高於國中生。最後針對研究結果與研究限制進行討論，深入說明不同連續性指

標變化的意涵與可能的原因，並對未來研究方向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 青少年性格發展、HEXACO性格、性格連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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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特質的發展近年來成為學者們所關注的議題（Caspi et al., 2005）。其中，受人注目的焦
點是以 30歲左右作為重要的年齡界線，性格特質在 30歲之前與之後所呈現的變動型態。例如，
Costa與McCrae（1994, 2002）認為大約在 30歲之後，因為大腦與其他生理因素的成熟，性格特質
就不再有顯著的變動，像是硬石膏（hard plaster）一般不再變動（Srivastava et al., 2003）；另方面，
Roberts（2018）則以社會角色觀點切入，認為在30歲之後個體因為穩定地承擔某些社會角色（例如，
穩定擔任盡職的工作角色或者家庭角色）（Bleidorn et al., 2018），因此，其性格特質也就不會顯著
地變動；不過，當社會角色再有轉變（例如，退休）仍可能使性格特質有所變動（Haan et al., 1986; 
Hogan, 1996; Srivastava et al., 2003）。儘管如此，前述的學者們，大體上，認為在 30歲之前性格特
質是有明顯的變動，其中，在青少年階段，因個體生理上的成熟（例如，第二性徵出現，或是大腦
發展成熟）、人際互動模式改變（例如，父母和同儕互動模式改變）、社會化形塑及社會角色的學
習（Damon et al., 2006），使得青少年的性格特質具有某種型態的變動（關於變動的型態，容後再
詳細說明）。從成年初期（大約 20到 30歲之間）的性格發展來看，探討青少年性格向度的穩定與
變動是有其重要性的，尤其是這個成人初期階段的性格向度發展朝著所謂的「成熟」（maturation）
之特定方向前進，也就是，在進入成人階段的過程中，個體逐漸投入各種社會角色（例如，進入婚
姻或職場）與生理成熟的影響，讓個體在某些性格特質上出現了某種「成熟」的特定型態變動，例
如，嚴謹性與和悅性上升，情緒性下降（Klimstra et al., 2009）。因此，對青少年階段的性格發展型
態有系統的了解，能讓我們瞭解前述成人階段的性格發展的成熟趨勢之早期型態（Caspi et al., 2005; 
Van den Akker et al., 2014）。由於臺灣地區關於性格向度的發展型態之研究並不多見，因此，本文
試圖以縱貫式設計來探討青少年性格特質的發展型態，可為後續以成人為對象的性格發展做一些探
路的研究。
關於青少年的性格特質發展的研究，分別可從個體間或個體內的角度切入，檢驗性格特質的平

均水準與相對排序之變動，主要以平均水準連續性（mean-level continuity）、排序連續性（rank-order 
continuity）、自比連續性（ipsative continuity）以及個人層次改變（individual-level change）作為性
格發展的指標（Caspi & Roberts, 1999, 2001; Caspi et al., 2005）。其中，用以檢驗兩個時間點的平均
水準差異，有平均水準連續性（個體間）與個人層次連續性（個體內）；而用以檢驗兩個時間點的
個體相對排序差異，則有排序連續性（個體間）與自比連續性（個體內）。然而，在做這些檢驗前，
研究者必須先行檢驗結構連續性（structural continuity）來確定性格特質在不同時間點具有相同的結
構，使前述的比較具有高的可靠度（De Fruyt et al., 2006; Hoff et al., 2021; Hoff et al., 2020; McCrae et 
al., 2002）。在性格結構的部分，過去大多使用五因素模式（Big Five or Five-Factor Model, FFM）
（Goldberg, 1990; McCrae & John, 1992）進行在各個年齡階段的性格發展研究，其性格向度包含神
經質（neuroticism）、外向性（extraversion）、和悅性（agreeableness）、嚴謹性（conscientiousness）、
開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等五個向度。近期 HEXACO性格模式（HEXACO personality 
model）則逐漸受到重視（Lee & Ashton, 2004, 2006），此模式在部分性格向度上與前述五因素模式
類似（例如，外向性、嚴謹性、開放性）（Ashton & Lee, 2005），另一方面，也在部分性格向度
上，包含誠實／謙遜（honesty-humility）、情緒性（emotionality）、和悅性，提出了不同於五因素
模式的結構與內涵。過去研究發現 HEXACO性格模式對社會行為或病態性格（例如，職場上的違
法行為、或自戀等）的解釋效果高於五因素模式（Ashton & Lee, 2008），且 HEXACO性格模式對
性格特質能有更完整的測量（Ashton & Lee, 2007）。本研究將以 HEXACO性格模式為主，但由於
過去關於性格發展的研究都以五因素模式為主。因此，以下說明 HEXACO性格模式的六個向度的
內涵，並簡述其與五因素模式的向度之差異（關於 HEXACO性格模式的詳細介紹可參閱許功餘，
2018）。首先是誠實／謙遜反映出真誠待人、公平正義、避免貪婪、謙虛等內涵，以及對某些道德
原則與社會規範的掌握與堅持，這個向度並未出現在五因素結構。其次，雖然情緒性和神經質都
與負向情緒有關，但情緒性主要是以個體面對傷害的恐懼，緊張及焦慮、是否能獨立自主以及多
愁善感的程度，因此不完全等於神經質；而 HEXACO的和悅性涉及個體在寬恕他人、情緒容忍調
控、包容他人想法及溫和程度等面向，比起五因素模式的和悅性，更多了情緒調控與溫和（尤其是
涉及到憤怒與壞脾氣等面向），也就是五因素模式中的神經質的內涵分散在 HEXACO性格模式的
情緒性與和悅性。再者，外向性反映個體在社交情境中對自我看法、社交膽量、社交性、活力等；
嚴謹性反映著個體的組織能力、謹慎性、完美程度以及抑制衝動程度等內涵；開放性則與個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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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欣賞、好奇心、創新以及接受特別事物的程度有關。HEXACO性格模式的測量主要以修訂版
HEXACO性格量表（HEXACO PI-R）為主（關於此量表的內容將在工具一節中說明），近期一項
大型的後設分析研究（Moshagen et al., 2019），針對此量表進行性格結構與內部一致性的檢驗，發
現此量表具有頗高的內部一致性係數，且自我評量與他人評量間（self-observer agreement）也有頗
高的一致性。在另一項研究以驗證性因素分析來檢驗此量表在多個文化間的結構恆等性（Thielmann 
et al., 2019），也得到了不錯適配結果。由於五因素模式與 HEXACO性格模式在度上有些差異，因
此，針對先前累積許多以五因素模式所累積的性格發展研究成果與本文所得的結果之關係應更審慎
地理解與解釋。以下針對前述四種連續性的內涵與綜合兩種性格結構在青少年性格特質相關的研究
結果，做進一步整理與說明。

（一）個體間與個體內的連續性指標

1.平均水準連續性

平均水準連續性是檢驗同一群個體在不同時間之間或者同一個時間點不同年齡組間在性格特
質上的平均值差異（Allemand et al., 2007; Wright et al., 2012）。過去青少年性格發展的研究中，在
研究設計上，採用縱貫性或橫斷性的研究（Ashton & Lee, 2016; Borghuis et al., 2017; Klimstra et al., 
2009; Pullmann et al., 2006）；分析方法上，用 t檢定或變異數分析（Allik et al, 2004; McCrae et al., 
2002），或用潛在成長曲線模式（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ing, LGCM）來了解縱貫性資料的發展型
態（Klimstra et al., 2009; Luan et al., 2017; Van Dijk et al., 2020）。在性格向度的使用上，以五因素模
式為主，近期也有 HEXACO性格模式進行研究。以下將綜合過去兩種性格結構的每個性格特質向
度在平均水準連續性的結果一一做說明。
首先，Roberts等人（2006）回顧 1943至 2004年的至少一年以上的縱貫性研究，進行後設分析，

年齡包含10歲至101歲，就在10至18歲時期，情緒性顯著下降，而部分外向性向度顯著上升，最後，
和悅性、嚴謹性及開放性沒有顯著變化。不過，後續研究的結果與 Roberts等人結果不盡相同。以
下將以 Roberts等人的研究為基礎，就個別性格特質向度一一說明。
在情緒性向度上，多數的研究結果顯示在 12至 18歲期間，情緒性沒有顯著的變化（Borghuis 

et al., 2017; Hoff et al., 2020; Klimstra et al., 2009; Luan et al., 2017; McCrae et al., 2002; Slobodskaya & 
Akhmetova, 2010）。但是，Van Dijk等人（2020）卻發現荷蘭青少年在前期（介於 12至 14歲）與
後期（介於 15至 18歲）有不同的發展型態：青少年前期的情緒性沒有變化，而青少年後期則出現
上升的型態；類似結果也出現在Ashton與Lee（2016）以及Van den Akker等人（2014）的研究結果中。
在外向性上，大部分的研究均顯示在青少年時期沒有顯著的變化（Borghuis et al., 2017; De 

Fruyt et al., 2006; Hoff et al., 2021; Hoff et al., 2020; Luan et al., 2017; McCrae et al., 2002; Van Dijk et 
al., 2020），但部分研究發現有上升型態（Ashton & Lee, 2016; Klimstra et al., 2009; Pullmann et al., 
2006），僅有少數研究結果顯示下降型態（Van den Akker et al., 2014）。
在和悅性上，與 Roberts等人（2006）的研究發現並不相同，大部分的研究結果顯示上升的型

態（Ashton & Lee, 2016; Borghuis et al., 2017; Hoff et al., 2021; Hoff et al., 2020; Klimstra et al., 2009; 
Luan et al., 2017; Van den Akker et al., 2014; Van Dijk et al., 2020），而僅有少部分的研究發現沒有顯
著變化（De Fruyt et al., 2006; McCrae et al., 2002; Pullmann et al., 2006）。
在嚴謹性上，與Roberts等人（2006）的研究發現相似，較多的研究結果顯示沒有顯著變化（Hoff 

et al., 2021; Hoff et al., 2020; Klimstra et al., 2009; McCrae et al., 2002; Pullmann et al., 2006），不過，
上升型態（Ashton & Lee, 2016; Borghuis et al., 2017; Luan et al., 2017），或下降型態（De Fruyt et al., 
2006）亦有所發現。但若以青少年前後期的架構來分析，Van den Akker等人（2014）和 Van Dijk等
人（2020）各自地發現嚴謹性在青少年後期顯著上升，但在青少年前期則沒有一致的結果。
在開放性上，較多研究結果顯示在青少年時期為上升的型態（Borghuis et al., 2017; Klimstra et 

al., 2009; Luan et al., 2017; McCrae et al., 2002; Pullmann et al., 2006），但也有部分研究發現沒有顯著
變化（Hoff et al., 2021; Hoff et al., 2020; Slobodskaya & Akhmetova, 2010），僅有少數研究發現下降
型態（De Fruyt et al., 2006）。Van Dijk等人（2020）發現青少年前期顯著上升，但青少年後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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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變化；而 Van den Akker等人（2014）和 Ashton與 Lee（2016）則發現青少年前期為下降型態，
青少年後期則為上升型態。
最後，在誠實／謙遜上，僅有 Ashton與 Lee（2016）採用橫斷性研究設計，收集 14至 74歲之

HEXACO-PI-R量表的自評性格資料，結果發現 14至 19歲在誠實／謙遜上有下降的型態。
綜合所述，青少年時期在和悅性有上升的型態，在誠實／謙遜則有下降的型態，而在情緒性、

外向性、嚴謹性、開放性上，過去的研究並沒有一致的發展型態，甚至在青少年前期與後期具有不
同的發展型態。

2.排序連續性

排序連續性是檢驗個體的某個（些）性格特質在一群人或團體中相對排序位置在不同時間點
的穩定程度，因此，主要以一群個體在某個（些）性格特質上在兩個時間點的相關係數來評估
（Allemand et al., 2007; Wright et al., 2012）。就五因素性格模式的排序連續性之結果，Roberts與
DelVecchio（2000）的後設分析研究最具有代表性，Roberts與 DelVecchio以 1938至 1999年間已發
表的再測時間至少間隔大於一年（平均再測年數間隔為 6.7年）之研究來進行分析，結果發現排序
連續性會隨年齡增長而上升，在 50至 59歲時達到頂峰（相關係數平均介於 .69至 .80），之後逐
漸趨緩。其中，在 12至 17.9歲組的相關係數平均介於 .46至 .48。在近年仍有不少的研究就此議題
作進一步探討（Borghuis et al., 2017; De Fruyt et al., 2006; Hoff et al., 2020; Klimstra et al., 2009; Luan 
et al., 2017; Lucas & Donnellan, 2011; McCrae et al., 2002; Pullmann et al., 2006; Specht et al., 2011; Van 
Dijk et al., 2020）。例如，Klimstra等人（2009）以荷蘭青少年前期與後期的參與者進行連續六年（間
隔一年）的縱貫性研究。就情緒性、外向性、和悅性、嚴謹性、以及開放性的相關係數而言，青少
年前期依序為 .50、 .58、 .46、 .61、 .55，青少年後期則依序為 .64、 .72、 .47、 .76、 .65（Borghuis 
et al., 2017; Pullmann et al., 2006，亦有相似的發現）。此外，McCrae等人（2002）與Luan等人（2017）
以 4—5年的再測間隔，結果發現在青少年階段（12—17歲）情緒性的相關係數介於 .25至 .33、外
向性的相關係數介於 .42至 .67、和悅性的相關係數介於 .33至 .56、嚴謹性的相關係數介於 .56至 
.57、而開放性的相關係數介於 .40至 .44。
雖然 Roberts與 DelVecchio（2000）的結果並未特別標示出間隔的年數，不過，仍可發現

Roberts與 DelVecchio所綜合而得的相關係數與後續研究所得到的相差不大。此外，前述所回顧的
研究結果可以發現，當再測時間越短，性格特質不同年間的相關係數就會較高；同時也可以看到在
青少年後期的相關係數，大致上會高於青少年前期。

3.個人層次連續性

個人層次連續性聚焦在同一個體在不同年齡間的性格特質向度上的差異，是著重在個體內的比
較，故必須以連續追蹤的同一群人進行比較。在檢驗個人層次連續性時，過去研究以改變的可信度
指標（reliability change index, RCI）或組內相關係數（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為主，
而青少年階段的研究，則以前者作為主要的檢驗方式。原先 RCI是用來檢驗心理治療前後是否有顯
著的改變（Jacobson & Truax, 1991）。Roberts等人（2001）首將 RCI運用到性格發展研究中，用
來檢驗性格結構在兩個時間點間個人層次的平均水準改變是否具有可信度。Roberts等人建議：計
算 RCI分數是將兩個時間點在某個性格特質的差異分數（通常是以後一時間點減去前一個時間點而
得之），接著將 RCI分數除以差異分數的標準誤，以得到 RCI分數之標準化分數。當 RCI標準化
分數落在常態分配之 95%信賴區間內（介於 -1.96至 1.96），表示沒有改變，而 RCI標準化分數高
於 1.96或低於 -1.96，則分別代表上升與下降。最後，將此 RCI標準化分數之分配與理論預期分配
（常態分配）比較，其假設若變化（前述的上升或下降）是隨機的，則預期改變的比率應是上升與
下降各2.5%，不變比率95%。因此，若RCI標準化分數所得的實際分配與理論預期分配有顯著差異，
表示上升或下降的改變比率並非隨機所造成，改變是具有可信度的。
過去青少年階段的研究，檢驗個人層次連續性指標相對較少，以下僅有兩篇以 RCI標準化分數

作為主要指標的研究。McCrae等人（2002）以 12至 16歲美國青少年在相隔四年的自評資料進行
檢驗，結果發現，在五大性格向度的下降與上升比例，依序如下：情緒性為 20%與 23.5%；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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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為 18.3%與 15.7%；和悅性為 20.4%與 17.4%；嚴謹性為 22.6%與 14.8%；最後，開放性為 5.2%
與 43.5%。另外，Pullmann等人（2006）以愛沙尼亞 12至 18歲青少年為研究對象，以兩年為間
隔，研究結果發現，在五大性格向度的下降與上升比例，依序如下：情緒性為 11.9%與 6.5%；外
向性為 7.5%與 11.4%；和悅性為 8.8%與 7.5%；嚴謹性為 7.4%與 9.2%；最後，開放性為 6.1%與
13%。
上述兩篇研究雖然未進一步比較 RCI標準化分數之分配與理論預期分配，不過還是可以看到五

個向度的下降與上升比例皆大於 2.5%，表示在個人層次連續性有變化。另外，在多數 RCI標準化
分數上，McCrae等人（2002）的研究所得的數值皆高於 Pullmann等人（2006）的研究所得的數值，
可能由於前者研究間隔時間較長，因此會有較高的變化比例。而本研究參考 Roberts等人（2001）
的作法，除了計算出 RCI分數與其標準化之分數，並進一步將 RCI標準化分數之分配與理論預期
分配比較，了解個人層次連續性變化的意涵。

4.自比連續性

自比連續性關注的是個人的整體性格向度（也就是同時針對多個性格向度）上在不同年間是否
具有相似的型態。相較於前三個指標僅聚焦在單一性格向度跨時間之連續性，自比連續性則是關注
整體性格的跨時間連續性，因此自比連續性也稱自比穩定性（ipsative stability）及剖面相似性（profile 
similarity）。過去研究使用 Q相關係數（Q-correlation）或是 D平方指標（D2 index）來作為檢驗的
指標，以評估個人跨時間整體性格剖面的穩定性（Wright et al., 2012）。這兩個指標皆為計算每個
人在兩個時間點之整體性格之相關係數，數值愈大表示個人在兩個時間點的整體性格剖面相似度愈
高，反之，數值愈小（負值），則表示個人在兩時間點的整體性格剖面相似度愈低。在青少年階段
的研究主要使用 Q相關係數。
過去在青少年階段的研究，討論自比連續性指標相對較少，因此以下僅以五因素性格模式為主

的兩篇研究說明與討論。Klimstra等人（2009）以荷蘭青少年為研究對象，針對青少年前期與後期
進行自比連續性的檢驗，並間隔一年，共六年的縱貫性研究，且使用 Q相關係數作為自比連續性
之指標。結果在青少年前期的 Q相關係數從 .42到 .74（平均為 .59），青少年後期的 Q相關係數從 
.63到 .82（平均為 .75）。而 Van Dijk等人（2020）採用類似的研究設計，同樣針對荷蘭青少年前
期（年齡介於 12至 16歲）與後期（年齡介於 16至 20歲）進行自比連續性的檢驗，結果發現為平
均 Q相關係數在青少年前期與後期分別為 .51與 .64。由上述兩個研究可知，在青少年前期平均 Q
相關係數平均為 .55，在青少年後期平均 Q相關係數平均為 .68。
除了計算實際數值外，為了進一步檢驗自比連續性是否具有實質的意涵，Robins等人（2001）

建議以隨機方式來模擬出與實際樣本有相同平均數與標準差的資料，然後，以此模擬資料來計算自
比連續性，並將之與實際樣本所得的自比連續性來做比較，並進一步說明實際樣本的確有較高的自
比連續性。而本研究也採用同樣的作法，除了計算 Q相關係數，也會與模擬資料比較，進一步了解
實際樣本之自比連續性的實質意涵。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分別追蹤臺灣的青少年前期（國中生）與青少年後期（高職生）三年，並以 HEXACO
性格結構為主，從個體間與個體內的角度切入，同時考慮平均水準與排序的變化，分別檢驗平均水
準連續性、排序連續性、個人層次連續性以及自比連續性。目的為透過較全面性的連續性檢驗，了
解青少年階段的性格發展的型態。在檢驗前述的四種連續性前，先行檢驗結構連續性，確保所測量
的性格量表在三個時間點皆有相同的性格結構，以利四個連續性指標的檢驗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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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的資料取自許功餘與張玉鈴（2015）的「青少年日常生活的行為調查研究」之部分研究
資料。原資料採橫向序列設計（cross-sequential method）（Schaie, 1965）針對臺灣地區國中生與高
職生之性格與問題行為等進行每年一次的測量，連續三年的追蹤研究。此種設計綜合縱貫性與橫斷
性設計的特性，在多個時間點收集不同年齡組之樣本，可以在短時間收集到較廣的年齡範圍。由於
本研究關注青少年性格發展，檢驗性格特質之連續性，因此僅使用國中生與高職生性格自評測驗之
資料。本研究採用臺灣地區 594位國中生與 991位高職生的性格自評測驗之資料。三年皆有填寫之
國中生共 405位，年齡介於 11至 15歲（M = 12.96, SD = 0.62），男生有 185位（45.7%），女生有
220位（54.3%），各年的人數分別為第一年 594位，第二年 487位，第三年 405位（各年流失的
男女人數分別：第二年 57與 49位；第三年 52與 30位）；三年皆有填寫之高職生共有 595位，年
齡介於 14至 18歲（M = 15.73, SD = 0.59），男生有 346位（58.2%），女生有 249位（41.8%），
各年的人數分別為第一年 991位，第二年 888位，第三年 595位（各年流失的男女人數分別：第二
年 49與 46位；第三年 114與 179位）。儘管本研究有相當比例的資料流失，尤其是第三年的高職生；
其因當初答應協助的輔導主任或老師離職，而使得整個學校或者整個班級的同學無法再參與本追蹤
研究。不過，由流失的人數來看，男女的人數並沒有太大的落差。就流失的受測者與未流失的受測
者之性格向度的差異，許功餘與張玉鈴針對第二年流失與未流失的受測者在第一年的性格向度上發
現並未有系統性的差異，詳細的說明可以參閱該研究。而第三年流失與未流失的受測者在第二年的
性格向度，亦未有系統性的差異；即便有顯著差異，也都僅是小的效果量而已：國中生僅在誠實／
謙遜（t(485) = -3.64, p < .001, d = 0.46）與嚴謹性（t(485) = -2.424, p < .05, d = 0.28）上有顯著的差異，
高職生則在和悅性（t(886) = -2.342, p < .05, d = 0.17）上有顯著的差異。

（二） 研究程序

在「青少年日常生活的行為調查研究」中，進行為期三年的追蹤研究，為了降低因分班所帶來
的混淆因素，參與者必須符合三年內不會重新分班之條件，以確保追蹤到同一群參與者。因此，本
研究選擇國中生與高職生。首先研究者先與學校主管（輔導主任或教務主任）聯繫，得到學校主管
同意協助後，再由學校主管轉交班級老師研究邀請函，說明本次研究的目的與意義以及研究程序（特
別強調三年的研究）後，在輔導室與級任老師評估過問卷內容不會對學生造成衝擊與影響之下，並
徵得級任老師以及填答同學的同意後，才進行施測，分別在 99、100、101學年度下學期（2011年
2月∼ 2013年 5月）進行施測。儘管本資料收集期間，並未有明確的研究倫理審查要求，但前述相
關當事人的同意與資料的保密仍舊依相關研究倫理規範（例如，台灣心理學會與國科會）的作法來
進行。
研究的資料收集程序如下：第一年委託班級老師代為施測，第二年由於部分施測內容變動，故

改由研究人員到校進行施測（本研究中未使用到變動之變項，故在此不多贅述），第三年委託班級
老師代為施測。施測方式為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團體施測，每個班級的施測時間約 30至 40分鐘。本
研究僅使 HEXACO性格量表之測量結果，其他測量工具並未在本研究的作進一步分析，故不加以
說明。

（三）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 HEXACO性格量表 100題版本（HEXACO-100）（Lee & Ashton, 2018）之中文版
（許功餘，2018；許功餘、張玉鈴，2015），此量表包含六個性格特質向度，分別為誠實／謙遜，
例題：即使很有價值，我也絕不會接受賄賂；情緒性，例題：我有時會為一些小事而有些焦躁不安；
外向性，例題：在社交場合裡，我通常都是那個先主動的人；和悅性，例題：我採寬厚的態度去評
論他人；嚴謹性，例題：我通常把自己逼得很緊，以求達到目標；開放性，例題：別人經常說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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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想像力。每個向度各有 16題以及 4題用來測量其他反應內涵題目，屬於軸間向度，在計算
六個性格特質向度時並不會將其納入。題目皆以 5點量尺來評定行為描述句符合自己的程度，1表
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另外，量表中文版的各分量表均有良好的信度，內部一致性介於 
.73至 .78之間（許功餘，2018；許功餘、張玉鈴，2015）。由表 1可知，本研究在各向度的內部一
致性在 .76至 .83之間，表示具有良好的信度。關於 HEXACO性格量表中文版可由原文量表編製者
的網站自由下載（https://hexaco.org/hexaco-inventory）。

表 1
青少年 HEXACO性格向度描述性統計

向度名稱 向度名稱 向度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內部一致性 
係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內部一致性 
係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內部一致性 
係數向度名稱

國中生（n = 405）

誠實／謙遜
3.66

(0.51)
.70

3.68
(0.58)

.82
3.56

(0.55)
.81

情緒性
3.44 

(0.51)
.72

3.48
(0.52)

.74
3.46

(0.52)
.77

外向性
3.27

(0.52)
.72

3.28
(0.57)

.82
3.27

(0.54)
.82

和悅性
3.07 

(0.54)
.77

3.07
(0.57)

.81
3.06

(0.57)
.83

嚴謹性
3.20 

(0.50)
.74

3.14
(0.49)

.75
3.11

(0.48)
.77

開放性
3.22 

(0.52)
.72

3.14
(0.57)

.78
3.18

(0.57)
.80

高職生（n = 595）

誠實／謙遜
3.51

(0.55)
.80

3.44
(0.56)

.81
3.34

(0.55)
.82

情緒性
3.47

(0.49)
.76

3.53
(0.48)

.75
3.50

(0.47)
.77

外向性
3.31

(0.54)
.82

3.27
(0.53)

.84
3.26

(0.51)
.83

和悅性
3.11

(0.51)
.79

3.09
(0.51)

.82
3.03

(0.49)
.81

嚴謹性
3.06

(0.47)
.76

3.05
(0.46)

.77
3.08

(0.44)
.76

開放性
3.12

(0.50)
.75

3.16
(0.51)

.78
3.21

(0.52)
.79

註：表格中呈現的平均數為單題平均數，標準差為單題平均後的標準差。

（四） 資料分析步驟

本研究主要分析為檢驗國中生與高職生四個性格連續性（平均水準連續性、排序連續性、個
人層次連續性以及自比連續性），從個體間與個體內的角度了解平均水準與排序之改變。在進行
四個連續性檢驗前，先行檢驗性格結構連續性，以確保在研究的三個時間點，國中生與高職生在
HEXACO性格向度上具有測量恆等性，即三年間具有相同的性格結構，以利後續其他連續性指標
的檢驗。
結構連續性將透過多群組驗證性分析（multiple group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MGCFA）以

及模型比較進行檢驗。由於本研究所選用的測量工具，各個向度的題數過多，故參考 Little等人
（2002）建議使用結構平衡（item-to-construct balance）包裹（parcel）題項，以降低模型的複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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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模型與資料之間的適配度時，除了卡方值外，也選用其他考量到樣本大小與模型複雜性等不
同的適配度指標，例如 RMSEA（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SRMR（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NNFI（non-normed fit index）、CFI（comparative fit index）、 以 及
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不同的適配度指標皆有不同的標準，如 RMSEA不要大於 
.06，而介於 .05至 .08可視為適配（Hu & Bentler, 1999），若大於 .10則表示該模型不適配（Browne 
& Cudeck, 1992）；SRMR應小於 .08，且數值愈小愈好（Hu & Bentler, 1999）。Hu與Bentler（1999）
建議 NNFI與 CFI應大於 .95。另外，進行模型比較時，除了透過卡方差異檢定之外，還會考慮資
料適配度與模型複雜度的改變CFI值（ΔCFI）與AIC值，而ΔCFI值應大於 -.01，若小於或等於 -.01
則表示兩個模型不具恆等性（Chen, 2007; Cheung & Rensvold, 2002; Dimitrov, 2010），而 AIC值
並無絕對標準，具有較小 AIC值的模型表示有較好的表現（Kenny, 2020）。
接著再分別檢驗四個性格連續性。首先，平均水準連續性將使用MGCFA來估計潛在變項的平

均數結構（mean structure），在控制測量誤差的情況下，以了解不同年間性格向度的平均水準變化。
在平均水準差異的估計上，先將第一年的平均水準值設定為 0，並估計與不同年間的各向度之平均
水準差異值（Rosseel, 2013），以此類推至其他年間比較。另外，由於在模型估計時，會將不同年
間的差異值之標準差設定為 1，因此平均水準的差異值則可計為效果量（Jorgensen, 2016）。其次，
排序連續性則比較同一群體的某一個性格向度在不同時間點的相關係數，以了解性格向度在三個
不同時間點間之連續性。再者，個人層次連續性用 RCI作為檢驗指標，此指標是分別計算各個性
格向度的差異分數（後一年的分數減去前一年），並除以差異分數的標準誤，以得到 RCI分數之
標準化分數。接著若 RCI標準化分數落在常態分配之 95%信賴區間內（介於 -1.96至 1.96），表
示沒有改變，而 RCI標準化分數高於 1.96或低於 -1.96，則分別代表上升與下降。最後，將此 RCI
標準化分數之分配與理論預期分配（常態分配）比較，透過卡方檢定來了解兩個分配是否有顯著
的不同。若兩者有顯著的不同，代表這群受測者兩年間在上升或下降的比率有變化，且變化並非
隨機因素所造成的，故此改變是具有可信度的（Jacobson & Truax, 1991; Robins et al., 2001）。最後，
自比連續性是使用Q相關係數檢驗指標，計算個人在兩個時間點上所有性格向度間之相關係數（De 
Fruyt et al., 2006），此外，本研究亦參考 Robins等人（2001）的做法，生成與本研究樣本相同平
均數與標準差的模擬資料比較，進一步了解實際樣本之自比連續性的實質意涵。

結果

（一） 結構連續性

為了確定在研究的三個時間點，國中生與高職生在 HEXACO性格向度皆有相同的性格結
構，本研究使用 R軟體中 lavaan套件（Rosseel, 2012）以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ethod）做參數估計，分別兩群體進行MGCFA檢驗其測量恆等性，作為結構連續性的
證據。
在模型設定上，本研究參考 Vandenberg與 Lance（2000）以及Meredith（1993）的建議，設定

共設定四個模型進行模型恆等性檢驗。首先，模型一為型態恆等性檢驗（configural invariance），
讓參數可以跨時間以及跨組別進行自由估計，了解因素結構是否相等；接著，模型二為因素負荷恆
等性（factor loadings invariance），將因素結構與因素負荷控制後進行估計，可對應於弱因素恆等
性（weak factorial invariance）（Meredith, 1993）；模型三為截距恆等性（intercepts invariance），
將因素結構、因素負荷以及截距控制後進行估計，即為強因素恆等性（strong factorial invariance） 
（Meredith, 1993）；最後，模型四為殘差恆等性（residuals invariance），將因素結構、因素負
荷、截距以及殘差設定相等後進行估計，可對應於嚴格因素恆等性（strict factorial invariance）
（Meredith, 1993）。另外，模型五為因素平均數恆等性（factor means invariance），用來檢驗平
均水準連續性，容於下節做進一步的說明。上述的模型皆為巢套模型（nested model），可藉由卡
方差異檢定進行模型比較，若改變卡方值（Δχ2）未達顯著水準則表示支持測量恆等性的假設，但
Δχ2易受樣本影響，因此同時考量ΔCFI值（ΔCFI > -.01）與 AIC值，在綜合各項指標判斷模型
適配度，最後會選擇 AIC值較小的模型。國中生組與高職生組之模型檢驗結果如表 2所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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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說明兩組的結果。
首先就國中生的結果說明，在模型一至模型四的模型適配度中，雖卡方值皆達顯著水準，但

在大樣本的情況下，卡方檢定很容易拒絕模型，因此許多學者認為只使用卡方值作為唯一的標準
並不適當，應搭配其他的適配度指標評估（Bentler & Bonett, 1980; Hu & Bentler, 1998）。檢視四
個模型的其他適配度指標（RMSEA皆介於 .05至 .08，SRMR則皆小於 .08，NNFI與 CFI皆大於
或接近 .90）後可知，這四個模型都有達到良好模型適配的標準。確定各模型的適配狀況後，接著
進行四組模型間的比較，以了解跨時的測量恆等性。在模型一與模型二及模型二與模型三的比較
結果發現，其Δχ2皆未達顯著，表示兩模型沒有差異；模型三與模型四的比較時，Δχ2達顯著，
雖進一步ΔCFI值數值大於 -.01符合標準，但綜合多項適配度指標後，選擇具有最小 AIC值的模
型三。從上述模型間的比較結果可知，國中生三年間的性格結構符合強因素恆等性模型（Meredith, 
1993），也就是說各年間具有相同的因素結構、因素負荷以及截距，可以作為結構連續性的證據。
高職生的結果（見表 2）顯示，模型一至模型四的適配結果與國中生相似，卡方值雖皆達顯著，

但搭配其他適配度指標（RMSEA皆介於 .05至 .08，SRMR小於 .08，NNFI與 CFI也大於 .90）後
可知，皆達良好模型適配的標準。接著進行模型間的比較，以了解高職組跨時的測量恆等性。模
型一與模型二比較結果顯示Δχ2不顯著，表示兩模型沒有差異；模型二與模型三的雖Δχ2達顯著，
但ΔCFI值大於 -.01，綜合考量後選擇 AIC值較小的模型三；而模型三與模型四的比較結果顯示
Δχ2未達顯著，ΔCFI值達標準，且 AIC值在模型四最小，因此在多項適配度指標的考量下，選
擇模型四。綜合上述的說明，高職生三年間的性格結構已達嚴格因素恆等性（Meredith, 1993）；
也就是說各年間具有相同的因素結構、因素負荷、截距以及殘差，可以作為結構連續性的證據。
綜合國中生與高職生的測量恆等性結果可知，各模型適配度達到滿意的標準，並且國中生達

到強因素恆等性模型，而高職生達嚴格因素恆等性模型（Meredith, 1993），表示國中生與高職生
在三年的資料具有結構連續性。

表 2
青少年 HEXACO性格結構連續性摘要表
模型 χ2 df RMSEA SRMR NNFI CFI AIC 模型比較 Δχ2 Δdf ΔCFI
國中生（n = 405）
模型一（M1） 1055.03*** 360 .069 .063 .889 .913 35744.93
模型二（M2） 1075.84*** 384 .067 .063 .896 .913 35717.75 M1 vs M2 20.81 24  .000
模型三（M3） 1108.01*** 408 .065 .064 .901 .913 35701.92 M2 vs M3 32.18 24  .000
模型四（M4） 1180.70*** 444 .064 .065 .905 .908 35702.61 M3 vs M4 72.69*** 36 -.005
模型五（M5） 1134.06*** 420 .065 .066 .902 .911 35703.97 M3 vs M5 26.05* 12 -.002

高職生（n = 595）
模型一（M1） 1385.04*** 360 .069 .059 .895 .917 47383.99
模型二（M2） 1411.52*** 384 .067 .060 .901 .917 47362.47 M1 vs M2 26.48 24  .000
模型三（M3） 1455.43*** 408 .066 .061 .905 .916 47358.38 M2 vs M3 43.91** 24 -.001
模型四（M4） 1497.17*** 444 .063 .061 .912 .915 47328.11 M3 vs M4 41.74 36 -.001
模型五（M5） 1556.00*** 456 .064 .064 .911 .911 47362.91 M4 vs M5 58.80*** 12 -.004

註：所有 χ2值皆達顯著水準（p < .001）。模型一設定為型態恆等性，模型二設定為因素負荷恆等性，模型三設定
為截距恆等性，模型四設定為殘差恆等性，模型五設定為因素平均數恆等性。粗體表示在模型比較後之最佳模型。

RMSEA =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SRMR = 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NNFI = non-normed fit 
index; CFI = comparative fit index; AIC =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 p < .05. ** p < .01. *** p < .001.

（二）平均水準連續性

為了檢驗國中與高職生在三年中，HEXACO性格向度的平均水準連續性，亦使用MGCFA估
計潛在變項的平均數結構（mean structure），首先了解三年中是否有因素平均數恆等性；若不具因
素平均數恆等性表示性格的平均數在三年中有變化，可再進一步估計不同年間的性格各向度之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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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差異值，了解性格發展型態。而本研究的模型五為因素平均數恆等性，並與上一節的結構連續
性的最佳模型進行比較。由上節可知，國中生的模型三與高職生的模型四為最佳模型，因此國中生
的模型五會將因素結構、因素負荷、殘差以及因素平均數設定相等後進行估計，並與模型三進行比
較；高職生的模型五會將因素結構、因素負荷、截距、殘差以及因素平均數設定相等後進行估計，
並與模型四進行比較。
檢驗結果如表 2所示，就兩組的模型五模型適配度而言，雖易受樣本大小影響的卡方值達顯著，

但綜合適配度指標可知大多符合前述標準（國中生：RMSEA = .065, SRMR = .066, NNFI = .902, CFI 
= .911；高職生：RMSEA = .064, SRMR = .064，NNFI與 CFI皆為 .911），故模型五不論在國中生
組或高職生組都具有良好適配。接著分別進行兩組的模型比較：在國中生組中，由於上一節的模型
比較結果是模型三為最佳模型，因此將比較模型三與模型五；兩模型的卡方差異檢定達顯著（Δχ2 

= 26.05, p = .011），表示兩模型有差異，而ΔCFI值大於 -.01，然而模型五的 AIC值還是較大。而
在高職生組中，由於上一節的模型比較結果是模型四為最佳模型，因此比較模型四與模型五；兩模
型的卡方差異檢定達顯著（Δχ2 = 58.80, p < .001），表示兩模型有差異，而ΔCFI值大於 -.01，不
過模型五的 AIC值也還是較大。綜合上述結果，在考量多項適配度指標的後，選擇 AIC值較小的
模型四，因此不論是國中生組或高職生組，兩組皆不具因素平均數恆等性。也就是說，兩組性格向
度在三年中具有平均水準的變化，可進一步檢驗性格發展型態。
國中生與高職生在三年中性格各向度的變化透過MGCFA將第一年的平均水準值設定為 0，估

計與不同年間各向度之平均水準差異值（Rosseel, 2013），以此類推至其他年間比較，結果如表 3
所示，平均水準差異模式大致可以分為四種：下降型態、上升型態、V字型或倒 V字型態以及持平
型態。下面依差異模式做進一步的詳細說明。
第一種差異模式為下降型態，即三年間的平均水準差異值大致上為負值。可以由表 3中看到，

國中生的誠實／謙遜與嚴謹性，高職生的誠實／謙遜與和悅性皆呈現此模式。其中，高職生的誠實
／謙遜則在第一、二年間與第二、三年間的平均水準差異值皆達顯著，呈現較明顯的下降的型態。
另外，國中生的誠實／謙遜與高職生的和悅性則有較相近的型態，在第一、二年間的平均水準差異
值未達顯著，而在第二、三年間的平均水準差異值達顯著，且整體來說，第一、三年間的平均水準
差異值也達顯著，因此是呈現後兩年明顯下降的型態。最後，國中生的嚴謹性雖然在第一、二年間
與第二、三年間的平均水準差異值並未達顯著，但整體來說，第一、三年間的平均水準差異值有顯
著，因此呈現緩緩下降的型態。
第二種差異模式為上升型態，即三年間的平均水準差異值為正值。可以由表 3中看到，僅有高

職生的開放性呈現此模式。雖然在第一、二年間與第二、三年間的平均水準差異值未達顯著，但整
體來說，在第一、三年間的平均水準差異值有達顯著，因此呈現緩緩上升的型態。
第三種差異模式為 V字型或倒 V字型態，即僅有其中兩年的平均水準差異值有達顯著。可以

由表 3中看到，國中生的開放性，高職生的情緒性呈現此模式。國中生的開放性在第一、二年間的
平均水準差異值有達顯著且為負值，而在第二、三年間的平均水準差異值未達顯著，且整體來說，
在第一、三年間的平均水準差異值也未達顯著，因此呈現 V字的型態。高職生的情緒性在第一、二
年間平均水準差異值有顯著且為正值，而在第二、三年間的平均水準差異值未達顯著，且整體來說，
在第一、三年間的平均水準差異值也未達顯著，因此整體來說呈現倒 V字的型態。
第四種差異模式為持平型態，即三年間的平均水準差異值皆無顯著差異。可以由表 3中看到，

國中生的情緒性、外向性以及和悅性，高職生的外向性與嚴謹性呈現此模式，不論在第一、二年間、
第二、三年間、或是第一、三年間的平均水準差異值皆未達顯著，因此呈現持平、沒有變化的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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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多群組驗證性分析之平均水準估計值的差異

向度名稱 第一、二年 第二、三年 第一、三年

國中生（n = 405）
　誠實／謙遜  .00 (.03) -.11** (.03)   -.10** (.03)
　　情緒性  .04 (.03) -.02 (.03)  .02 (.03)
　　外向性  .00 (.04) -.01 (.04) -.01 (.04)
　　和悅性 -.00 (.04) -.01 (.04) -.01 (.04)
　　嚴謹性 -.06 (.03) -.02 (.03)   -.08** (.03)
　　開放性  -.09* (.04)  .03 (.04) -.05 (.04)
高職生（n = 595）
　誠實／謙遜  -.05* (.02) -.08** (.02)    -.13*** (.02)
　　情緒性   .06* (.03) -.03 (.03)  .03 (.03)
　　外向性 -.04 (.03)  .00 (.03) -.04 (.03)
　　和悅性 -.02 (.03) -.05* (.03)   -.09** (.03)
　　嚴謹性 -.01 (.02)  .03 (.02)  .01 (.02)
　　開放性  .04 (.03)  .05 (.03)    .09** (.03)
註：數值為MGCFA估計兩年間的平均水準差異值，括號內數值為差異數值的標準誤。
* p < .05. ** p < .01. *** p < .001.

綜合上述的結果，國中生與高職生有部分相似的差異模式，也有特別的差異模式，整體的變化
趨勢可以參考圖 1。國中生的誠實／謙遜與嚴謹性整體呈現下降的型態，與高職生的誠實／謙遜與
和悅性有類似的差異模式。另外，國中生的開放性在第一、二年間的平均水準差異值有達顯著，且
為負值，而整體來說，在第一、三年間的平均水準差異值未達顯著，因此整體呈現 V字的型態，相
反的，高職生的情緒性則呈現倒 V字的型態。國中生的情緒性、外向性以及和悅性，在三年間的平
均水準差異值皆無顯著，與高職生的外向性與嚴謹性有相同的差異模式。最後，僅出現在高職生的
差異模式，開放性在第一、二年間與第二、三年間的平均水準差異值皆未達顯著，但整體來說，在
第一、三年間的平均水準差異值有顯著，因此呈現上升的型態。

圖 1
青少年 HEXACO之平均水準連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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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序連續性

在檢驗國中與高職生在三年中 HEXACO性格向度的排序連續性，使用兩個時間點性格量
表分數之相關性來評估，此相關係數反映了該性格特質隨時間變化的排序之連續性（Roberts & 
DelVecchio, 2000）。以下分別說明同一向度在不同年間之相關係數，以及與其他向度之相關係數關
聯性，用以了解國中生與高職生的排序連續性。
表 4中呈現國中生與高職生三年的性格向度之相關係數。首先看到在國中生的樣本中，同一性

格向度在兩個時間點的相關皆達到高效果量（皆大於 .50），且皆達顯著水準（p < .001），其中，
相鄰兩年的相關係數（第一、二年相關與第二、三年相關，相關係數平均為 .69）皆高於間隔兩年
之相關係數（第一、三年相關，相關係數平均為 .58）。類似的結果也在高職生的樣本中看到，
高職生同一性格向度在兩個時間點的相關也皆達到高效果量（皆大於 .60），且達顯著水準（p < 
.001），同樣地，相鄰兩年的相關係數（第一、二年相關與第二、三年相關，相關係數平均為 .73）
皆高於間隔兩年之相關係數（第一、三年相關，相關係數平均為 .68）。
接著由表 4也可以看到，同一個性格向度在不同年間的相關係數會高過於與其他向度之間的相

關係數，如國中生第一年誠實／謙遜與第二年的誠實／謙遜之相關係數（r12 = .65），高於第一年誠
實／謙遜與第二年其他向度之相關係數（相關係數介於 -.00至 .24）；相同的情況也出現在第二年
誠實／謙遜與第三年誠實／謙遜之相關係數（r23 = .73），高於第二年誠實／謙遜與第三年其他向度
之相關係數（相關係數介於 -.30至 .28）；此外，同一個向度在第一、三年的相關係數雖會略低於
相鄰兩年的相關係數，但同一向度的相關係數仍會高於與係數其他向度的相關，如第一年誠實／謙
遜與第三年誠實／謙遜之相關係數（r23 = .55），高於第一年誠實／謙遜與第三年其他向度之相關係
數（相關係數介於 -.01至 .16）。國中生在其他性格向度上也有相同的模式。由上述結果可以知道，
國中生在 HEXACO六個性格向度上，都有高的排序連續性。
另外，在高職生在第一年誠實／謙遜與第二年誠實／謙遜之相關係數（r12 = .70），高於第一年

誠實／謙遜與第二年其他向度之相關係數（相關係數介於 -.02至 .15）；相同的情況也出現在第二
年誠實／謙遜與第三年誠實／謙遜之相關係數（r23 = .74），高於第二年的誠實／謙遜與第三年其他
向度之相關係數（相關係數介於 -.06至 .25）；此外，同一個向度在第一、三年的相關係數雖會略
低於相鄰兩年之相關係數，但同一向度的相關係數仍會高於與其他向度之相關係數，如第一年誠實
／謙遜與第三年誠實／謙遜之相關係數（r23 = .67），高於第一年誠實／謙遜與第三年其他向度之相
關係數（相關係數介於 -.00至 .17）。高職生在其他性格向度上也有相同的模式。由上述結果可以
知道，高職生在 HEXACO六個性格向度上，都有高的排序連續性。
除了上述分各年齡組進行不同年間的比較之外，也比較國中生組與高職生組的相關係數。由表

4可發現，高職生在相鄰兩年中，同一性格向度之相關係數大多比國中生高（相關係數平均分別為 
.74與 .69）。Roberts與 DelVecchio（2000）整理過去的研究結果發現，排序連續性會隨年齡增加而
上升。本研究嘗試利用國中生與高職生兩個不同年齡樣本來檢驗是否排序連續性有隨年齡增加而上
升的型態，因此使用費雪 Z轉換（Fisher Z-Transformation）將國中生與高職生同一性格向度在相同
年間的相關係數轉換為 Z值，並比較兩者是否有差異。結果發現，僅有在外向性發現此型態，不論
在第一、二年，或第二、三年，高職生的相關係數皆顯著高於國中生（ΔZ12 = 4.19, p < .001, ΔZ23 

= 2.00, p < .05）。其他性格向度則在部分年間之相關係數有顯著的差異，如情緒性、嚴謹性與開放
性在第一、二年的相關係數上，高職生顯著高於國中生（情緒性，ΔZ12 = 2.15, p < .05；嚴謹性，
ΔZ12 = 2.44, p < .05；開放性，ΔZ12 = 2.10, p < .05）。最後，誠實／謙遜與和悅性在第一、二年，
或第二、三年的相關係數上，國中生與高職生皆沒有顯著差異。
綜合上述個體間排序連續性結果，不論在國中或高職生上都有高的排序連續性。此外，進一步

比較國中生與高職生的相關係數，發現在外向性高職生的相關係數顯著高於國中生，有排序連續性
隨年齡增加而上升的型態，類似的清況也出現在情緒性、嚴謹性與開放性上，其餘的向度則沒有顯
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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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青少年 HEXACO性格向度三年相關係數表

H1 E1 X1 A1 C1 O1 H2 E2 X2 A2 C2 O2 H3 E3 X3 A3 C3 O3

H1  .11* -.03   .30***  .32***   .24***  .65*** -.00  .01  .24***  .21*** .21***  .55***  .07 -.01  .16**  .15**  .15**
E1  .04  .02 -.12*  .05  .06  .10  .61***  .01 -.07  .07 .03  .13**   .56***  .08 -.10*  .01 -.02
X1 -.01 -.01  .28***  .21***  .27*** -.07 -.02   .74***  .15**  .11* .16** -.08  .00  .73***  .10  .08  .16**
A1  .28*** -.18***  .28***  .45***  .32***  .32*** -.10  .22***   .65***  .35*** .26***   .30*** -.08  .22***   .55***  .28***  .20***
C1  .13** -.06  .19***  .29***   .47***  .28***  .04  .16**  .32***  .66*** .35***  .26***  .11*  .20***  .24***  .54***  .27***
O1  .15***  .09*  .19***  .27***  .38***  .14** -.01  .23***  .15**   .34*** .66***  .16**  .07  .24***  .09  .31***  .55***
H2   .70*** -.05 -.01  .28***  .11**  .09*  .03 -.02   .36***  .27*** .19***   .73***  .08 -.03  .28***  .20***  .05
E2 -.02   .69***  .02 -.21***  .03  .08 -.08 -.01 -.12*  .03 .04  .02   .68***  .05 -.08 -.02 -.01
X2 -.03 -.03   .84***  .22***  .14***  .21*** -.02  .01  .20***  .14** .19*** -.05 -.02   .81***  .15**  .13*  .20***
A2  .15*** -.19***  .23***   .66***  .22***  .18***  .28*** -.26***  .27***   .37*** .25***  .28*** -.14**  .21***  .72***  .33***  .20***
C2  .14*** -.02  .16***  .20***  .74***  .32***  .16***  .07  .19***  .23*** .44***  .22***  .09  .15**   .30***  .71***   .31***
O2  .02  .04  .09*  .17***  .29***  .73***   .04  .07  .15***  .17***   .33***  .12* -.01  .19***  .18***   .40***  .71***
H3  .67*** -.04 -.09*  .19***  .11**  .06   .74*** -.05 -.11**  .21***  .13** -.01  .11* -.06   .34***  .24***  .04
E3 -.00  .62***  .03 -.23***  .01  .01 -.05   .70*** -.02 -.22***  .05 -.02 -.01  .02 -.15**  .02 -.04
X3 -.06 -.03  .81***  .24***  .14***  .19*** -.06  .00   .85***  .25***  .15*** .15*** -.12** -.01  .20***  .15**  .21***
A3  .17*** -.20***  .19***  .63***  .15***  .17***  .25*** -.22***  .21***   .71***  .16*** .13**  .26*** -.25***  .27***   .37***  .16***
C3  .10*  .03  .15***  .18***   .65***  .27***  .08  .10*  .17***  .20***   .73*** .25***  .17***  .10*  .17***  .20***  .40***
O3  .06  .06  .12**  .19***  .28***   .67***  .01  .08  .16*** .15***  .27*** .75***  .04  .05  .19***  .19***  .34***

註：對角線上方為國中生資料（n = 405），對角線下方為高職生資料（n = 595）。H為誠實／謙遜；E為情緒性；X
為外向性；A為和悅性；C為嚴謹性；O為開放性。性格向度之下標數字表示某年資料，例如 H1為第一年的誠實／謙

遜資料，依此類推。相關係數之底線表示同一向度不同年之相關係數。標示粗體為相關係數 ≥ .30。
* p < .05. ** p < .01. *** p < .001.

（四） 個人層次連續性

為了了解個體內在兩個時間點之性格分數的平均水準變化，以 RCI標準化分數所形成的分配與
理論預期分配的比較來評估，研究結果如表 5所示。首先，看到國中生在個體內性格平均水準的變
化，有在兩個兩年間觀察差異分配與預期差異分配皆沒有顯著的差異，如嚴謹性與開放性；也有在
兩個兩年間觀察差異分配與預期差異分配皆有顯著的差異，如外向性與和悅性；其餘的向度則僅在
其中兩年的觀察差異分配與預期差異分配有顯著的差異，如誠實／謙遜與情緒性。如外向性在第一、
二年與第二、三年下降與上升的比例皆顯著高於預期差異分配，其中在第一、二年中下降比例明顯
高於上升比例（分別為 4.4%與 2.7%），而在第二、三年中下降與上升比例差不多（分別為 4.4%
與 5.4%）。類似的模式，和悅性在第一、二年與第二、三年下降與上升的比例都顯著高於預期差
異分配，其中在第一、二年中上升比例明顯高於下降比例（分別為 8.1%與 5.9%），而在第二、三
年中則是下降比例明顯高於上升比例（分別為 9.9%與 7.2%）。另外，誠實／謙遜僅在第二、三年
上升的比例顯著高於預期差異分配，而下降比例明顯高於上升比例（分別為 10.4%與 4.4%）；情
緒性僅在第一、二觀察差異分配與預期差異分配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下降的比例明顯較低（0.5%）。
在高職生的部分，大部分的性格向度（除了嚴謹性與情緒性外）在兩個兩年間的觀察差異分配

與預期差異分配皆有顯著的差異，而情緒性僅在其中一個兩年間的觀察差異分配與預期差異分配有
顯著的差異。如誠實／謙遜第一、二年與第二、三年上升與下降的比例皆顯著高於預期差異分配，
兩者下降比例皆明顯高於上升比例（分別為 8.6%與 8.1%）。相同的情況也出現在外向性與和悅性，
第一、二年與第二、三年上升與下降的比例皆顯著高於預期差異分配，兩者下降比例都明顯高於上
升比例（外向性，7.9%與 8.2%；和悅性，8.7%與 9.2%）。相反的情況，開放性則是在第一、二
年與第二、三年上升比例明顯高於下降比例（皆為 4.2%）。最後，在情緒性僅在第一、二年上升
的比例顯著高於預期差異分配（5.2%）。
綜合上述的結果，可以看到在國中生大部分的性格向度（除了嚴謹性與開放性外），在兩年間

觀察差異分配與理論預期分配有顯著差異，且其中上升或下降比率至少有一個大於 4%，而在情緒
性第一、二年的變化較為特別，下降的比例明顯低於預期比例。類似的情況，高職生在大部分的性
格向度（除了嚴謹性外），在兩年間的觀察差異分配與預期差異分配有顯著差異，且其中上升或下
降比率至少有一個大於4%。國中生與高職生在六個向度中，有四個性格向度（誠實／謙遜、情緒性、
外向性與和悅性）有顯著上升或下降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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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第一、二年與第二、三年在 HEXACO性格向度上，信賴改變指數的個人百分比

國中生（n = 405） 高職生（n = 595）
下降 沒有改變 上升 χ2(df = 2) 下降 沒有改變 上升 χ2(df  = 2)

誠實／謙遜 1—2年 3.2% 94.3% 2.5%   0.84 8.6% 87.1% 4.4% 100.00***
2—3年 10.4% 85.2% 4.4% 110.58*** 8.1% 87.7% 4.2%  83.97***

情緒性 1—2年 0.5% 96.8% 2.7%   6.73* 2.5% 92.3% 5.2%  17.95***
2—3年 3.5% 94.8% 1.7%   2.45 2.4% 95.1% 2.5%   0.05

外向性 1—2年 4.4% 92.8% 2.7%   6.40* 7.9% 87.1% 5.0%  88.71***
2—3年 4.4% 90.1% 5.4%  21.07*** 8.2% 85.0% 6.7% 126.94***

和悅性 1—2年 5.9% 85.9% 8.1%  74.20*** 8.7% 84.2% 7.1% 149.42***
2—3年 9.9% 83.0% 7.2% 129.51*** 9.2% 83.4% 7.4% 173.75***

嚴謹性 1—2年 2.0% 96.3% 1.7%   1.48 2.7% 95.3% 2.0%   0.65
2—3年 3.2% 93.6% 3.2%   1.72 2.2% 94.8% 3.0%   0.90

開放性 1—2年 2.5% 94.8% 2.7%   0.08 2.0% 93.8% 4.2%   7.54*
2—3年 3.0% 93.8% 3.2%   1.22 3.7% 92.1% 4.2%  10.83**

註：卡方檢驗為檢驗觀察差異分數分配與預期差異分數分配是否不同，其假設變化是隨機的，預期改變的比率為上升

與下降各 2.5%，不變比率 95%。
* p < .05. ** p < .01. *** p < .001.

（五） 自比連續性

為了了解個體內在整體性格相對排序的連續性，可以透過 Q相關係數來評估，即計算個人在
兩個時間點整體性格之相關係數，Q相關係數愈大表示個人在兩個時間點的整體性格剖面相似度愈
高，反之，Q相關係數愈小（負值），則表示兩個時間點的整體性格剖面相似度愈低。本研究結
果為國中生第一、二年的 Q相關係數平均為 .65（SD = .31，範圍從 -.57至 .98），第二、三年的 Q
相關係數平均為 .72（SD = .28，範圍從 -.83至 .99），高職生第一、二年的 Q相關係數平均為 .70
（SD = .29，範圍從 -.61至 .99），第二、三年的 Q相關係數平均為 .74（SD = .26，範圍從 -.85至 
.99），與過去的研究相對應，有相似結果（Klimstra et al., 2009; Van Dijk et al, 2020）。
另外，本研究也參考 Robins等人（2001）模擬資料之作法，與國中生有相同平均數與標準差之

模擬樣本第一、二年的 Q相關係數平均為 .13（SD = .44），第二、三年模擬樣本的 Q相關係數平
均為 .13（SD = .44），高職生第一、二年的模擬樣本 Q相關係數平均為 .11（SD = .44），第二、三
年的模擬樣本 Q相關係數平均為 .10（SD = .44），國中生與高職生與模擬資料結果相比，確實有高
的自比連續性。

討論

本研究針對臺灣青少年之性格連續性做全面的性討論，從個體間與個體內的角度切入，且考慮
平均水準與排序連續性，檢驗青少年前期（國中生樣本）與青少年後期（高職生樣本）平均水準連
續性、排序連續性、個人層次連續性以及自比連續性等四個指標，並以 HEXACO性格結構為主。
另外，也先行檢驗結構連續性，以確保在研究測量的三個時間點皆有相同的性格結構。
綜合前一節的研究結果的說明，由個體間的角度檢驗青少年的性格連續性，本研究發現平均

水準連續性除了誠實／謙遜有明顯的下降型態，其餘向度如情緒性、外向性、和悅性、嚴謹性與
開放性皆沒有明顯的變化，與過去的研究結果部分相似，在後面有更詳細的討論。排序連續性在
HEXACO六個向度上，不論時間間隔一年或兩年，相關係數皆大於 .5，顯示青少年階段在各個向
度皆有高的個體間排序連續性。
此外，由個體內的角度檢驗青少年的性格連續性，本研究發現個人層次連續性除了在嚴謹性上

顯示高個人層次連續性，其餘向度如誠實／謙遜、情緒性、外向性與和悅性則顯示低個人層次連續
性，也就是在個人層次上有明顯（可信賴）的變化，另外，開放性僅在青少年後期有明顯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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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比連續性在青少年前期間隔一年之平均 Q相關係數為 .69，後期間隔一年之平均 Q相關係數為 
.72，顯示青少年階段有高的自比穩定性。
綜合個體內與個體間的平均水準連續性，發現儘管從個體間角度並未發現明顯的變化，但可以

從個體內的角度發現有仍有變動。另外，綜合個體內與個體間的排序連續性，可以發現在六個向度
上，皆有高的排序連續性，且有隨年齡增加有上升的型態。以下針對平均水準連續性做進一步的說
明與討論，並比較平均水準連續性與個人層次連續性以及排序連續性與自比連續性之結果。

（一）平均水準連續性

如前所述，平均水準連續性為檢驗群體在不同時間的性格測量之平均值變化，圖 1呈現六個性
格向度在不同時間點的變化特性。整體來說，雖然部分向度在有顯著的差異，但是僅達到小效果量
（Cohen, 1988），因此以下討論的發展型態，儘管在統計上達顯著水準但是效果量不大，也就是
除了誠實／謙遜外，其他向度沒有明顯的變化。由圖 1可看到在誠實／謙遜上有下降的型態，此與
過去的結果相似（Ashton & Lee, 2016）。除此之外，其餘向度發現沒有明顯（僅達小效果量）變
化，其中，情緒性在青少年前期與後期皆為先上升後下降的型態，而也可以看到（見圖 1）從青少
年前期到後期是些微上升的型態，但並不明顯，這個發現也與過去多數研究結果一致（Borghuis et 
al., 2017; Hoff et al., 2020; Luan et al., 2017; McCrae et al., 2002; Slobodskaya & Akhmetova, 2010）；
外向性在青少年前沒有明顯變化，而在青少年後期有下降的型態，然而從圖 1看到整體變化並不
明顯，此結果與過去大部分的研究結果一致（Borghuis et al., 2017; De Fruyt et al., 2006; Hoff et al., 
2021; Hoff et al., 2020; Luan et al., 2017; McCrae et al., 2002; Van Dijk et al., 2020）；和悅性在青少年
前期沒有明顯變化，而在青少年後期有下降的型態，由圖 1可以看到僅有些微下降，不過整體變化
並不明顯，僅與過去少部分的研究結果一致（De Fruyt et al., 2006; McCrae et al., 2002; Pullmann et 
al., 2006）；嚴謹性在青少年前期為下降型態，而在青少年後期則為先下降後上升，由圖 1可以看
到整體為下降的型態，僅與過去少數研究結果一致（De Fruyt et al., 2006）；最後，開放性在青少年
前期為先下降後上升的型態，而在青少年後期則為明顯上升的型態，由圖 1可以看到整體為上升的
型態，與部分的研究結果一致（Borghuis et al., 2017; Klimstra et al., 2009; Luan et al., 2017; McCrae et 
al., 2002; Pullmann et al., 2006）。
誠實／謙遜在青少年前期在後兩年明顯的下降，而在青少年後期則為持續下降的型態，由圖 1

可得知，整體來說在青少年時期誠實／謙遜為下降的型態。而誠實／謙遜反映了對某些道德原則與
社會規範的掌握與堅持，分數下降表示青少年用單一標準看待對的事情的傾向下降；另外，誠實／
謙遜也反映是否真誠待人，以及謙遜不張揚，分數下降表示青少年與他人相處時會傾向操弄他人、
不合作，或是傾向認為自己很重要，享有某些特權。Ashton與 Lee（2016）認為誠實／謙遜下降的
原因為青少年階段的競爭激烈，處於互相爭奪資源的時期，因此較少合作利他，在誠實／謙遜的謙
遜得分較低。另外，也可以根據後皮亞傑學派提出的後形式思考（postformal thinking）來說明青少
年在誠實／謙遜下降的原因。後形式思考（postformal thinking）表示可以從不同觀點看待事物，了
解矛盾並接受，其在青少年後期出現，青少年逐漸發展出了相對性思考與辯證性思考（Selman & 
Byrne, 1974），因此，青少年對於正確與錯誤或者對與錯的行為，並非只有單一標準，因此在誠實
／謙遜之誠實可能會獲得比較低分。
在誠實／謙遜之外，其餘五項性格向度的結果可以放在性格成熟（personality maturity）的架構

下來討論其青少年性格發展之意涵。Caspi等人（2005）提出成熟原則（maturity principle）來解釋
從青少年到成年期的性格變動。所謂的成熟原則是指在青少年後期至成人階段，由於個體要逐漸投
入社會角色（例如，進入婚姻或者進入職場）的程度越來越高，而社會角色的投入讓個體在性格特
質上出現了某種型態的變動，例如和悅性與嚴謹性上升，情緒性下降，而外向性與開放性則沒有一
致的型態（Hogan & Roberts, 2004; Klimstra et al., 2009; Roberts & Mroczek, 2008）。從前述的成熟
原則的觀點來看本研究的結果，可以發現本研究的結果與性格成熟原則並不一致。之所以如此，可
能原因有二，其一為青少年階段的往後推延，誠如 Sawyer等人（2018）所言，晚婚以及求學與職
前訓練時間拉長，使得過去所定義的社會重大里程碑及經濟獨立更加往後推延。其二，可能是因為
華人父母對孩子有較多的控制，導致無法獨立，直到進入大學（離家後），才開始學習獨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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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o與 Aque（2009）發現比起歐裔青少年，華裔青少年感受到較多父母的心理控制與行為控制，
但有較少負向情緒（例如，生氣）。而在臺灣家庭中，青少年父母的心理控制會使青少年在學習英
語時感受到無力與無法自主安排學習進度與方式；進而使青少年在英語學習時產生較多的自我設限、
逃避生疏與求助，甚至考試作弊等不適應行為（張映芬，2020）。此外，臺灣父母的心理控制也會
使青少年感受到較高的社交焦慮，進而影響青少年與同儕的互動，使其遭遇較多的肢體或人際關係
欺負（程景琳、陳虹仰，2015）；甚至父母心理控制會透過青年者對自我分化影響自身的社交焦慮（梁
䕒鎂等人，2021）。儘管過往研究已針對華裔或臺灣父母在心理與行為控制主題進行探討；不過，
就臺灣父母的心理與行為控制對青少年的性格或整體生活自主性影響的探討並不多見。因此，仍有
待未來研究做進一步釐清。不過，放在本研究的結果來看，這種父母的心理與行為控制可能對青少
年的獨立與自主發展有所影響，進而影響到青少年性格發展的特性。

（二）平均水準連續性與個人層次連續性之關係

平均水準連續性與個人層次連續性是比較個體內與個體間的平均水準連續性，可以進一步了解
在個體間顯示的整體變化型態是否也呈現在個體內的變化型態（Pullmann et al., 2006; Robins et al., 
2001）。本研究結果整體來說，可以看到類似的變化型態，例如，在誠實／謙遜在個體內與個體間
的平均水準有相同的變化型態，誠實／謙遜在青少年前期與後期的平均水準連續性皆顯示下降的型
態，且相同的變化型態也可以在改變的可信度指標個人百分比上看到，下降的比例皆高於上升的比
例，兩者皆顯示誠實／謙遜為下降的型態。不過，有部分性格特質則顯現了即使在個體間沒有明顯
變化，但仍可以看到個體內有變化。例如，情緒性、外向性與和悅性在青少年前期（國中階段）在
平均水準連續性上顯示沒有明顯的變化，雖然在改變的可信度指標個人百分比看到有明顯的變化，
但上升與下降的比例相近，因此在個體間的整體並沒有明顯的變化。類似的結果也出現在 Pullmann
等人（2006）的研究結果中。由上述兩者比較發現，雖然在平均水準並沒有發現顯著的變化，但從
個人層次仍可以看見有些微的變化，可能由於上升的比例與下降的比例相近，因此整體沒有明顯的
變化；此外，我們也可以進一步看到即使個體間沒有明顯變化，個體內層次仍有部分的人在發展的
過程有不同型態的變化，未來可以進一步討論這些變化的原因。
從實務工作與應用角度來看，這個結果有其重要性。過去研究發現，不論是在青少年階段

（Lengua, 2006）或者成年階段（Human et al., 2013; Klimstra et al., 2018; Magee et al., 2013），性格
發展的特性（例如，某項性格向度的上升或下降）對其生活適應與身體健康有所影響的。例如，
Lengua（2006）發現青少年初期在情緒性上升趨勢的個體，其在情緒與問題行為的表現也有上升趨
勢，相反的關聯則出現在嚴謹性的發展趨勢之上。再如，Human等人（2013）則發現，在成年階段
（20—75歲），部分性格向度的變動，尤其是個體在嚴謹性變低而神經質變高，這種 Human等人
稱之為社會所不期望的性格改變（socially undesirable personality change），對其 10年後的自陳的健
康狀況與實際的身體代謝狀況都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這種社會所不期望的性格改變類似前述提到成
熟性格發展的相反方向。最後，Klimstra等人（2018）發現大學生的性格發展趨勢與其不同面向的
生活適應的發展趨勢有密切的關係，在大學期間，神經質越來越高的個體，其在自尊越來越低，社
會適應及學校適應則越來越差，相反地，在嚴謹性越來越高的個體，其在自尊越來越高，社會適應
及學校適應則越來越好，其餘性格向度的發展趨勢僅在自尊與社會適應上展現出正向的效果。由這
些研究結果可以看到跨越不同的年齡層次，個體的性格發展與其不同適應面向都有著一定程度的關
聯，尤其是神經質（或情緒性）與嚴謹性對個體生活適應的發展有著不容忽視的效果。
前述提到本研究結果儘管在平均水準上，某些性格向度在不同年齡間是沒有明顯的差異，但在

個人層次卻是有明顯的上升或下降的。這種個人層次的上升或下降所展現出來的個別差異是另一個
值得實務工作者特別關注的現象。Roberts與 Yoon（2022）特別指出過去研究展現了個人生命經驗
對性格改變的個別差異可能具有某些重要的作用，譬如，工作或成就相關的經驗可能對個體的不同
性格向度的改變有影響，其中，高度投入或努力工作可能對嚴謹性有提升的效果，獲得較多工作任
務而成為群體中的領袖人物可能對外向性有提升的效果，工作中得到的正向經驗能對情緒穩定性有
提升的效果；又或者是維持穩定的人際關係或者得到家人的持續支持可能對個體的嚴謹性與和悅性
的發展有正面的影響效果，甚至出國旅遊的經驗越多的人，其和悅性、開放性及情緒穩定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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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些個人經驗與性格發展的個別差異之因果關係：生活事件或生命經驗可能會影響個體的性
格，個體性格也可能使得其較容易經驗到某類生命經驗或生活事件（Caspi et al., 2005），這仍須要
進一步研究去檢驗。不過，對青少年心理衛生工作者或者學校老師可以特別去關注青少年性格改變
的個別差異，如何引導或者營造一個能讓青少年身在其中可以獲得或體驗到較多的正向生命經驗，
特別是讓這些生活經驗能在青少年的生活持續地出現，這可能對青少年的性格發展有助於他們有更
優質的生活適應結果。

（三）個體間與個體內的排序連續性

排序連續性在 HEXACO六個向度上，不論時間間隔一年或兩年，相關係數皆大於 .5，與過去
研究結果相似（Borghuis et al., 2017; Hoff et al., 2021; Hoff et al., 2020; Klimstra et al., 2009; Luan et al., 
2017; Lucas & Donnellan, 2011; Pullmann et al., 2006; Specht et al., 2011; Van Dijk et al., 2020），顯示
青少年階段在各個向度皆有高的個體間排序連續性。自比連續性在青少年前期間隔一年之平均 Q相
關係數為 .69，後期間隔一年之平均 Q相關係數為 .72，與過去研究結果相似（Klimstra et al., 2009; 
Van Dijk et al., 2020），顯示青少年階段有高的自比穩定性。綜合上述，可以發現青少年階段不論在
個體間或個體間皆有高的排序連續性。
此外，進一步比較青少年前期與後期的排序連續性，以檢驗連續性是否有隨年齡增加而上升的

型態，結果發現後期在情緒性、外向性、嚴謹性與開放性上，相關係數顯著高於前期，有隨年齡增
加而上升的型態之可能，與 Roberts與DelVecchio（2000）的研究有類似的結果。Caspi等人（2005）
提出累積連續性原則（cumulative continuity principle），認為個體會追求穩定的自我認定，且生理
因素（例如基因）也會使個體在較長的生命週期中保持個體差異；意涵在隨年齡增加，性格特質會
愈來愈穩定，也就是排序水準與自比連續性會愈來愈高，而本研究的結果符合累積連續性原則。

（四）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針對青少年前期與後期之性格連續性做全面的討論，分別從個體間與個體內角度了解平
均水準與排序的變化，使用四個連續性指標檢驗青少年之性格連續性，有助於對青少年時期之性格
發展的全面性了解。另外，相較於過去研究多以五因素性格模式為主，本研究透過 HEXACO性格
結構，包含誠實／謙遜向度，可以了解青少年時期在道德推理、真誠待人等行為傾向，而本研究結
果確實也發現在誠實／謙遜有明顯下降的型態，此結果可以為青少年性格發展領域累積研究成果，
並可以讓對此領域有興趣之研究者有更多的認識。
然而，本研究在研究設計上仍有些不足之處，本研究中的青少年前期與後期並非同一群受測者，

意即從青少年前期到後期之發展型態並未良好的連接，因此在整體青少年時期之發展型態推論可能
存在些許誤差，未來研究可以將追蹤年限拉長，從青少年前期追蹤至青少年後期，而如前述所提及，
青少年時期有往後推延的可能性，未來也可以將受測者的年限拉長至大學畢業或進入職場前後。另
外，在樣本收集過程中，即使已挑選三年皆為同班級之學生，仍存在樣本流失的現象，雖然人數並
不多且流失資料與填寫完整之資料並沒有差異，未來建議在資料收集設計上改善樣本流失之問題；
此外，雖然不分班會的情況可能使學生在生活經驗上受限，但若要將高職生與國中生樣本拿來比較，
在同為不分班的情況，會有較適切的比較。再者，本研究的青少年後期是以高職生為主，高職學校
有較高的機率會有同性別班級或是校園中同性別比例高，例如，高工（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有較高
的比例是男生，家商（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有較高的比例是女生，儘管本研究的樣本組成在男女性
人數上沒有太大差異，不過，前述學校的特性可能影響到樣本組成，可能會對研究的推論有影響。
最後，本研究資料收集的時間（2011年 2月∼ 2013年 5月）至今已有一段的時間落差，可能有世
代效應（cohort effect）的影響。關於性格向度的世代效應，Twenge（2000, 2001）以美國的大學生
為研究對象，發現神經質與外向性有世代效應，然而，在研究世代效應與性格之間的關聯性時，可
能會以發生社會重大事件的年段為比較的標準，例如經濟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前後的差異（Park 
et al., 2014）。由於當前世界，包括臺灣，都被捲入許多重要的社會事件，例如，Covid-19所帶來
的生理與心理以及在人際上的變動，又或者因俄羅斯與烏克蘭戰爭而產生的社會與經濟的變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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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對青少年的性格向度所產生的影響可能會與本文研究參與者所在的社會與經濟狀況有所不同，
這種世代經驗所帶來的影響仍有待進一步探討，對本研究結果應用到當前的青少年仍須更加審慎。
未來建議可以檢驗性格發展與世代效應之間的關聯性，並進一步探討其中可能的原因。
此外，由於本研究僅就青少年性格發展特性來加以探討，對於可能影響青少年性格發展的因素

並未著墨。前節已提到可就父母對青少年的心理與行為控制在青少年性格發展的可能影響做進一步
探討。而在成人性格發展的研究中，生命階段的轉換（例如，離家與否、在職到退休的轉變）可能
是影響性格發展的重要因素（Schwaba & Bleidorn, 2019; Van Dijk et al., 2020），因此，在青少年階
段中，環境的轉變與新環境的適應狀況（例如，從國中畢業後到外縣市就讀高中或由高中到大學的
轉變）或許可能對青少年性格發展有所影響，未來建議可以將環境的轉變因素列入考量，進一步了
解與青少年性格發展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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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traits has receiv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in recent 20 years (Caspi et al., 
2005). However, few studies in Taiwan have examined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in teenagers. Therefore, this study, with 
a longitudinal design, analyzed the patterns of personality trait development in adolescents by using the Honesty–Humility, 
Emotionality, Extraversion, Agreeableness, Conscientiousness, and Openness to Experience (HEXACO) personality model. 
Mean-level continuity, rank-order continuity, ipsative continuity, and individual-level change were employed as indicators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However, structural continuity was first examined to validate the consistent structure of constructs 
across time (De Fruyt et al., 2006).   

Mean-level continuity is a measure of the average difference in the personality traits of the same group of individuals across 
time or simultaneously between different age groups (Wright et al., 2012). Studies (Ashton & Lee, 2016) have revealed a pattern 
of increasing agreeableness and a pattern of decreasing honesty–humility during adolescence.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patterns for the remaining dimensions are inconsistent, and they differ between preadolescence and postadolescence. Rank-
order continuity indicates the stability of individuals with respect to their relative rankings on certain personality traits within 
a group or between time points. This measurement is generally calculated using the coefficient of correlation between specific 
personality traits at two time points (Wright et al., 2012). Roberts and DelVecchio (2000) found that the averag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n the age group from 12 to 17.9 years ranged from .46 to .48 (Borghuis et al., 2017; Klimstra et al., 2009). Third, 
individual-level change is a measure of intraindividual comparison; the differences in a particular personality trait in the same 
individual across time are evaluated. The reliability change index is primarily employed to compare an observed distribution 
with the theoretically expected distribution (i.e., normal distribution) and involves calculating standardized scores of the 
difference scores between two time points.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at the change ratios of adolesc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stonia were higher than the theoretically expected distribution (McCrae et al., 2002; Pullmann et al., 2006). Finally, ipsative 
continuity indicates the continuity of overall personality traits over time and is commonly expressed using the Q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right et al., 2012). there were higher cross-time stabilitiesy in overall personality during postadolescence than 
during preadolescence (Klimstra et al., 2009; Van Dijk et al., 2020). 

This data analyzed here was from a study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adolescen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behavior in daily life” 
(Hsu & Chang, 2015). There were 594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JHSSs) and 991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VHSSs) 
in Taiwan over 3 years. Of the participants who completed the 3-year follow-up, 405 were JHSSs (M = 12.96, SD = 0.62; 185 
male) and 595 were VHSSs (M = 15.73, SD = 0.59; 346 male). All participants were instructed to complete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HEXACO-100 Personality Inventory (Hsu & Chang, 2015) each year. The scale comprises six major dimensions of 
personality (i.e., honesty–humility, emotionality, extraversion, agreeableness, conscientiousness, and openness), with 16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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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ach dimension; these items are scored using a 5-point Likert scale (1 = completely disagree to 5 = completely agree). The 
Chinese version of each subscale has good reliability, with values of Cronbach’s α ranging from .73 to .78.

Before the formal analyses, we employed multi-group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MGCFA) to validate the structural 
consistency across 3 years in these two groups. We constructed four models to assess invariance in the measurement structure 
over tim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commendations of Meredith (1993): A configural invariance model, a factor loadings 
invariance model, an intercept invariance model, and a residuals invariance model. The results revealed structural continuity for 
the two student groups over 3 years; the JHSSs had intercepts invariance and the VHSSs had residuals invariance.

Mean-level continuity was evaluated using MGCFA by incorporating a model for mean invariance. This model was used to 
examine average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s of the measured constructs across time.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fit for mean-level 
invariance was not good for neither the JHSSs nor the VHSSs. Four types of patterns may be observed when examining changes 
in mean-level continuity: A declining pattern, a rising pattern, a V-shaped pattern, and a flat pattern. In the VHSSs, the honesty–
humility construct had a declining pattern over the 3 years. In addition, the honesty–humility and conscientiousness constructs 
for the JHSSs and the agreeableness construct for the VHSSs exhibi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ly in the first and third years. 
For the VHSSs, only the openness construct exhibited a rising pattern,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discovered between the first 
and third years. The openness construct for the JHSSs had a V-shaped pattern, and the emotionality construct for the VHSSs had 
an inverted V-shaped pattern. Finally, the remaining dimensions in the two samples had flat patterns (i.e., nonsignificant mean-
level difference over 3 years).

Rank-order continuity was analyzed using correlations between two time points (Roberts & DelVecchio, 2000).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indicated a high level of effectiveness in capturing rank-order continuity between the same personality 
dimension in adjacent years for both JHSSs and VHSSs. Furthermore, when analyzing extraversion standardized by Z score,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for VHSS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for JHSSs for two adjacent years. 
However, for emotionality, conscientiousness, and openness,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for VHSS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for JHSSs only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years. Honesty–humility and agreeableness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adjacent year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change in personality scores of individuals between two time points by comparing the observed 
difference distribution with the theoretically expected distribution. With respect to JHSSs, the results reveal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bserved difference distributions of extraversion and agreeableness from the theoretically expected 
distributions in two adjacent years. In additio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honesty–humility and emotionality were discovered 
between the second and third years and the first and second years, respectively. With respect to VHSSs, the results reveal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bserved difference distributions of honesty–humility, extraversion, agreeableness, and 
openness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year and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year from the expected difference distributions. Notably, the 
propor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decreasing scores in honesty–humility was greater than those with rising scores.

Ipsative continuity, expressed using the Q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continuity of the relative rankings 
of an individual's overall personality traits over time. A higher coefficient indicates greater similarity in the overall personality 
profile at the two time points. The average Q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for JHSSs was .65 and .72 in adjacent years. The average Q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for VHSSs was .70 and .74 in adjacent years. In addition, when comparing the Q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calculated from the actual data with that obtained from simulation samples with the same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 the Q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actual data was greater. This finding suggests a high level of ipsative continuity in both groups.

This study examine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in adolescence by evaluating both mean-level and rank-order continuity from 
the interindividual and intraindividual perspectives. Four indicators—mean-level continuity, rank-order continuity, individual-
level change, and ipsative continuity—were analyzed in preadolescent (i.e., JHSS) and postadolescent (i.e., VHSS) samples. 
The mean-level continuity results revealed no clear changes in the dimensions except for in honesty–humility (decreasing 
pattern), which agrees with the results of a relevant study (Ashton & Lee, 2016). Adolescents may compete with peers to 
obtain resources during adolescence, resulting in less frequent cooperative and altruistic behaviors (Ashton & Lee, 2016).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for rank-order continuity was greater than 0.5 for both 1-year and 2-year intervals. The results indicated 
a large individual-level change in conscientiousness; small individual-level changes were found in other dimensions, such as 
honesty–humility, emotionality, extraversion, and agreeableness. The average Q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ipsative continuity 
in 2 years of preadolescence was .69, whereas that in 2 years of postadolescence was .72, indicating high ipsative stabilit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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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lescence. The overall results of mean-level continuity and individual-level changes revealed changes within individuals over 
time but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individuals for certain personality traits (e.g. emotionality). 

The design of this study can be improved in several way. The use of different participants in the preadolescence and 
postadolescence phases created a disconnect in the development patterns, resulting in potential errors when explaining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 adolescent period. In addition, the onset of adolescence varies; therefore, future studies may yield 
valuable insights by extending the duration over which individuals are tracked to when they graduate from college or enter the 
workforce.

Keywords: �adolescent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HEXACO model, personality contin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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